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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考虑资源综合利用的物质流核算数据为基础，运用LMDI方法分析了中国2000—2017年国内资源消耗

（DMC）的规模、强度、变化趋势和DMC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0—2017年中国DMC变化呈现倒

“U”型，自2015年起已出现绝对减物质化现象。GDP增长对中国物质消耗增长产生了重要的正向拉动力，但近

年来拉动力有所减弱。物质消耗强度总体上产生了重要的负向拉动力，且负向拉动力随时间有所增加。产业结构

长期来看并没有对物质消耗产生显著影响，但是近年来正在持续产生负向拉动的积极影响。近年来，建筑业和工

业行业的节能降耗措施与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活动减物质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电力行业则由于能源效率提

高和行业结构调整空间日趋狭窄，对DMC有少量的正向拉动力；其他三个行业的物质消耗强度持续呈现减小趋

势，但交通行业的行业比重有所增加，对物质消耗产生了少量的正向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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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MDI Analysis of China’s Material Consumption Based on MFA Data Considering 
Resource Recycling

WANG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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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FA data in consideration of resource recycling, this paper employs LMDI method to analyze the 
scale, intensity, tren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MC in China between 2000-2017. It is found that DMC in China in the 
observed period shows an “inverted U” pattern, and has shown signs of absolute declination since 2015, indicating that 
China is recently showing an absolute dematerializ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sustaining relative dematerialization. LMDI 
analysis finds that GDP growth has an important positive effect on China’s material consumption changes, but this effect 
has weakened in recent years. Intensity of material consumption has an important negative effect which has strengthened in 
recent years.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long run has not shown prominent effects but in recent years it has started to show 
a prominent negative effect. For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y sectors, resource reduction practice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alizing demateri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for power sector, narrowing space for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has resulted in minimal positive effects for DMC changes. Material 
consumption intensities of the other three sectors have been decreasing of which the continuous reduction effect cannot 
be ignored. The GDP percentage of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has increased resulting certain positive effect on material 
consumption.
Key words: material consumption; resource reuse; MFA; LMDI

物质资源指土地和水资源之外的有形的实物性资

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投入，也是为人类提供生态

服务的物质基础。中国已充分认识到了绿色发展、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中

国的基本国策。党的十九大也重点提出要推进资源全面

节约和循环利用，强调降低“物耗”，通过物质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和环境质量的生态

和谐。这就需要我们深刻探讨中国经济活动的物质资源

消耗情况及其变化趋势，深入研究引起资源消耗变化的

驱动作用和影响机制，从而为中国实现物质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提供重要的信息和建议。

物质流核算（material flow accounting，MFA）是一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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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评估经济与资源的方法，可测量自环境系统进入经济系

统的物质投入的数量、强度及其变化趋势，能够反映可

耗竭物质资源的消耗情况并间接反映环境质量的变化
[1]。 

对 数 均 值 迪 氏 分 解 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LMDI）是能源、资源和环境研究常利用的一种分解分析

方法（decomposition analysis），常用来分析某种结果驱动

因素的作用大小和驱动机理。利用 LMDI 方法分析中国

经济活动的物质流数据，两种方法的结合将使我们更深

刻地了解中国资源消耗的演变趋势和驱动因素，为中国

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1  文献综述

物质流分析研究始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全球、区域和国家等各级层面的相关研究

日益深入，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研究对象更加丰富。物

质流投入端研究的主要指标包括直接资源投入（direct 

material input，DMI）、国内资源消耗（domestic material 

consumption，DMC）和物质消耗强度（DMC/GDP）等众

多指标。研究内容涵盖了物质投入消耗的演变趋势、地

区差异
[2]、重要的经济社会影响因素，包括人口 [3]、经

济增长 [4]、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物质消耗强度 [5]、资

源结构 [6] 等。

中国的相关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学者们探讨了

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间的长期双向因果关系
[7] 和脱钩现

象 [8]、资源消耗规模与强度的变化趋势 [9]，资源投入与

产出规模、产业结构 [9] 等众多经济社会因素的关系等。

近年来，少数几位学者开始运用 LMDI 方法研究经济活

动物质流的驱动因素。2017 年，戴铁军和王婉君 [10] 运用

LMDI 方法研究了人口、经济发展、资源使用效率、再

生资源占比和再生资源使用效率 5 个因素对中国 1992—

2014 年 DMI 的影响，发现人口、经济发展是正向因素，

资源使用效率和再生资源占比是负向因素，而再生资源

使用效率的影响较不明显，总体上有正向作用。2018 年，

戴铁军和刘瑞
[11] 运用 LMDI 方法研究发现，1992—2015

年北京市人口增长和经济规模扩张导致了 DMC 的增加，

物质利用效率的提高导致了 DMC 的降低，但人口和经

济规模的正向效应之和大于强度的负向效应。任嘉敏等 [12] 

对 2003—2015 年黑龙江省的研究发现，经济规模效应推

动了物质投入和输出总量的增长，人口效应表现为先正

向拉动后负向拉动，技术进步效应则有抑制作用，而清

洁生产效应不显著。相对于能源消费、碳排放、大气污

染物排放等领域开展的大量 LMDI 研究，中国物质消耗

领域的研究还较为初步，对中国总体情况的研究没有考

虑产业结构、资源结构等因素，也没有细分行业的研究。

另外，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GDP 增速放慢，

必定对资源消耗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现有的研究并

没有涉及近几年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在时间跨度更近

的可得数据的基础上，对中国物质消耗的驱动因素和驱

动机制进一步开展分行业的更全面细致的研究，及时了

解驱动中国资源消耗变化的深层次因素。

为此，本文以 2013 年《经济范围物质流核算方法指

南》[1] 为框架，在考虑资源综合利用的情况下，核算了

中国 2000—2017 年国内物质消耗（DMC）；利用 LMDI

方法分析了中国 2000—2017 年期间及 4 个分阶段内一

次资源消耗增量的影响因素，揭示产出规模、资源效率

和产出结构对中国一次物质资源消耗变化产生的效应和

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中国资源节约的建议。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应用物质流核算（MFA）方法计算中国 2000—

2017 年分行业国内物质消耗（DMC）。该方法基于资源利

用全周期理念和物质平衡原理，使用物理单位（t）统计与

分析物质资源进出特定经济环境系统的流动情况。DMC

是物质流核算主要的消耗类指标之一，等于国内物质开

采加进口的一次资源、再减去出口的一次资源。该指标

体现了国内经济的物质利用和保留在一国领土内的物质

资源的情况。根据资源利用全周期理念，在物质资源开

采、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一部分物质资源经过回收再

利用后，变成“二次资源”进入经济活动中，这一部分即

为资源综合利用量，能够减少一次资源的投入量。本核

算充分考虑了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对 DMC 的减量化影响。

MFA 的核算结果经分行业分解整理后，应用 LMDI

方法研究 DMC 变化的驱动因素的作用大小和驱动机理。

2.2  数据来源与核算框架

本文所用一次资源开采和进出口数据、分行业能源

消费数据及资源综合利用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CEIC 数据库、2014

年度《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年度报告》、2016—2018 年度《中

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各年度《中国大宗工业

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报告》等。

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情况下，DMC 以 2013 年欧盟

框架
[1] 为基础核算，主要物质类型包括非生物质和生物

质。非生物质资源包括燃料（原煤、石油、天然气）、矿

物质（铁矿和多种有色金属矿）和非金属矿（原盐、磷矿

石、石灰石、砂石、普通黏土、高岭土、萤石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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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资源主要是农产品（粮食、棉花、油料、麻类、

甘蔗、甜菜、烟叶、蚕茧、茶叶、水果等）和林产品（木材、

橡胶、松脂、生漆、油桐籽、油茶籽、核桃等）。

由于石灰石和砂石开采量没有统计数据，因此按照

一般的生产工艺条件和原料品质，砂石和石灰石的投入

量按产品原材料消耗的平均系数计算而得：石灰石开采量

按照 1 吨水泥消耗 1.33 吨石灰石、1 吨电石消耗约 1.9 吨 

石灰石计算
[13]；砂石开采量按照 1 吨水泥消耗约 6.243 吨 

砂石的平均参数计算 [14]。该系数没有考虑资源综合利

用的替代和减少因素，但实际上，粉煤灰和工业副产石

膏大量用于制造水泥可减少石灰石用量 ；粉煤灰、煤矸

石、尾矿、钢铁冶炼渣用于建材可减少砂石用量 [15]，因

此将这一部分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分别作为按比例计算的

石灰石和砂石一次资源投入量的削减项，是合理也是非

常重要的，能充分反映出资源综合利用对一次资源投入

的直接减量化影响。其他废弃资源，如大宗农业废弃物

（农作物秸秆）、大宗工业废弃物（废钢铁、废铜、废铝），

以及废纸、废塑料等废弃物资源，也大量替代或减少了

木材、原油、金属矿产等一次资源的投入量，不过，这

几类物质资源的消耗量本身已是受到中国资源综合利用

减量化影响后的数量。

在计算分行业 DMC 数据前，首先进行了行业划分。

根据数据可得性，将行业划分为农林牧渔业（简称农业）、

工业（不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简称

工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简称电力行

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简称交通业）

和其他第三产业六大类。

分行业能源 DMC 的分解比较困难，本文用分行业

能源消费量代替。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按行业

分能源消费中的煤炭、原油和天然气消费量（均为一次

资源）。在不考虑前一年存量和当年未消耗量的情况下，

假定能源的当年消费量等于开采量加进口量再减去出口

量（能源 DMC）。根据计算结果，2000—2017 年中国能

源消耗量与能源 DMC 的差值很小，占 DMC 比例的年

均值仅为 0.2%，差值在可接受范围内。

分解其他物质类型的分行业数据时，由于 DMC 主

要统计投入经济系统的一次资源，因此，划分办法是生

物质大部分归农业，小部分（木材、橡胶、松脂和生漆）

归工业 ；金属与一部分非金属矿产（不包括砂石和黏土）

归工业 ；砂石和黏土归建筑业。

分行业增加值为 2000 年不变价，计算时先按当年

价计算六大行业增加值占当年 GDP 的比重（Si），再按当

年不变价 GDP 计算不变价行业增加值 GDPi。

DMC 与 GDP 的比值（DMC/GDP）被称为经济活动

的物质消耗强度，是衡量经济活动资源利用效率的一

个重要指标。全国的物质消耗强度为全国 DMC 与全国

GDP 的比值 ；分行业物质消耗强度为分行业 DMC 与分

行业增加值的比值，均为 2000 年不变价。DMC 数值

随时间下降，被称为经济活动的绝对减物质化 ；DMC/

GDP 数值随时间减少，被称为经济活动的相对减物质化。

2.3  统计学分析

2.3.1  DMC和DMC/GDP的演变趋势

从 DMC 规模来看，2000—2017 年，中国的 DMC

从 843 141 万 吨 增 加 到 了 2 634 393 万 吨， 增 加 了

212.5%。具体变化已开始呈现倒“U”型趋势，在观察期

内经多年持续上升后至 2014 年达到了峰值 2 801 588 万

吨，自 2015 年起已出现绝对下降的现象，说明中国近

年来已经在达到峰值后出现了绝对减物质化的现象。

从资源消耗强度来看，2000—2017 年，中国的

DMC/GDP 经历了波动性的下降，从 2000 年的 8.41 

吨 / 万元，下降到了 2017 年的 5.93 吨 / 万元，下降了

29.5%，总体上实现了相对减物质化。分阶段来看，以

SARS 爆发的 2002 年和金融危机爆发的 2008 年为两个

节点，2002—2008 年、2008—2017 年中国的 DMC/GDP

呈现了两波先增长再下降的波动式变化，自 2013 年以

来即开始持续下降（图 1）。

图1  2000—2017年中国DMC和DMC/GDP变化趋势

根据 Voet 等 [16] 的研究，不同类型物质消耗的数据

加总后形成的 DMC，在特定物质投入结构、经济结构

和时间范围内，与其产生的废弃物和污染物的环境影响

是相互对应的，因此，DMC 也能够体现资源消耗的实

际环境压力。中国 DMC 总量和 DMC/GDP 的变化趋势，

也说明中国经济活动的物质消耗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正

在减小。

2.3.2  资源综合利用的减量化影响

中国经济活动总体上的相对减物质化和近年来出现

的绝对减物质化现象，与多种因素密不可分。从资源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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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的角度来看，资源综合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

DMC 投入。例如，粉煤灰、煤矸石、尾矿、钢铁冶炼

渣、工业副产石膏等废弃物综合利用，大量减少了非金

属矿产资源的投入量，农作物秸秆、废钢铁、废铜、废铝、

废纸、废塑料等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大量减少了木材、

原油、金属矿产等一次资源的投入量。总体上，2000—

2017 年，中国非全口径统计的资源综合利用总量从 7.48

亿吨增加到了 26.35 亿吨，增加了 2.52 倍 ；资源综合利

用替代或减少一次资源总量从 14.81 亿吨增加到了 43.79

亿吨，增加了 1.96 倍 ；与 DMC 相比较，2000 年相当

于 DMC 的 17.6%，2001 年为观察期峰值的 18.9%，该

比值经过了波动式变化，但是从 2014 年起开始小幅增

加，从 13.4% 增加到了 16.6%（见图 2）。

图2  2000—2017年中国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情况

2.4  LMDI分析

不过，通过资源综合利用减少一次资源投入总量，

只是影响中国 DMC 变化的技术层面的措施之一 ；在实

践中，驱动 DMC 变化的影响因素是多重的、复杂的。

在技术层面上，除了在各行业全生命周期的末端开展资

源综合利用，还有在前端和中端节能降耗的工程与管理

措施，通过物质消耗强度的总体变化影响物质的消耗量。

另外，很多研究表明，经济活动的产出规模和产业结构

的变化也是驱动 DMC 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LMDI 为

分析各种驱动因素的效应和驱动机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

方法。

2.4.1  模型构建

常用的分解分析方法包括结构分解分析方法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和指数分解分析方法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本文应用指数分解分

析方法中的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LMDI）。在 1925 年

Divisia[17] 提出的 Divisia 指数的基础上，Boyd 等 [18] 提

出了 LMDI 方法，之后 Ang & Liu[19-20] 等又从不同的角

度对该方法进行了完善。LMDI 分解分析方法把影响目

标变量变动的各个因素都看作是时间 t 的连续可微函数，

然后应用微积分理论对时间 t 求导，从而得出各个因素

变动对目标变量的影响程度。LMDI 方法的分解形式有

加法和乘法两种。与其他方法相比，LMDI 方法具有全

分解、无残差、易使用、结果解释性强等优点，能源、

资源和环境研究常用此方法分析某种结果的驱动因素的

作用大小和驱动机理 [21]。

本文借鉴了 Ang[22] 的分解方法，采用加法分解分析

方法构建中国物质资源消耗变化的 LMDI 分析模型，对

2000—2017 年中国一次物质资源消耗变化趋势和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揭示产出规模、资源消耗强度和行业结构

对中国一次物质资源消耗变化的影响机理。具体模型构

建如下。

 （1）

 （2）

式中 ：i 表示中国六大行业。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

总体经济活动的产出水平，GDPi 为行业 i 的增加值 ；

DMC 为物质消耗总量，DMCi 为行业 i 的物质消耗 ；Si

为行业 i 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Ii 为行业 i 的物质消耗

强度。

t 和 0 分别表示期初和期末。0 ～ t 时间段内国内物

质消耗的变化为 ΔDMCt0t。应用加法分解形式的 LMDI

模型将 ΔDMCt0t 分解为以下三个因素 ：

                  （3）

式中 ：ΔDMCact 为 GDP 增长效应，ΔDMCint 为物质消耗

强度效应，ΔDMCstr 为行业结构效应。

三因素的效应分别通过以下表达式计算 ：

 （4）

 （5）

 （6）

式中 ：wi 为权重系数，代表各因素的权重 ：

 （7）

2.4.2  结果分析

（1）总体分析。2000—2017 年中国物质消耗增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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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结果见表 1。在计算过程中，对零值的处理参考了

Ang & Liu[23] 的方法，用极小值代替零值，如果连续有

1 个以上零值，假定极小值以极小增速增加。年度变化

分析以外，根据中国 DMC 总量和 DMC/GDP 强度的变

化趋势，将观察期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 2000—2007 年、

2007—2014 年 和 2014—2017 年， 计 算 2000—2017 年

逐年和三个阶段中国物质资源消耗变化量的分解结果。

DMC 年度增量、GDP 增长效应（ΔDMCact）、物质消耗

强度效应（ΔDMCint）和行业结构效应（ΔDMCstr）详见表 1。

表1  2000—2017年中国物质消耗变化量分解
单位 ：万吨

年份 ΔDMCt0t ΔDMCact ΔDMCint ΔDMCstr

2000—2001 61 667 69 944 3 949 -12 226
2001—2002 62 921 81 799 -13 326 -5 552
2002—2003 142 983 99 244 15 437 28 302
2003—2004 129 003 113 100 30 025 -14 122
2004—2005 124 872 140 388 -64 313 48 797
2005—2006 172 237 173 497 -16 435 15 175
2006—2007 135 922 213 377 -78 443 988
2007—2008 61 529 156 925 -48 638 -46 758
2008—2009 231 037 165 932 15 390 49 715
2009—2010 214 081 209 265 -47 209 52 025
2010—2011 186 488 152 731 36 638 -2 881
2011—2012 171 222 185 494 -16 770 2 498
2012—2013 202 911 197 247 17 186 -11 522
2013—2014 61 572 195 233 -112 044 -21 617
2014—2015 -123 051 182 927 -239 994 -65 984
2015—2016 11 467 174 941 -94 808 -68 666
2016—2017 -55 610 174 047 -186 963 -42 694
2000—2007 829 608 870 345 -96 722 55 985
2007—2014 1 128 841 1 249 542 -153 854 33 153
2014—2017 -167 195 536 074 -523 754 -179 515
2000—2017 1 791 253 2 331 144 -536 994 -2 897

GDP 增长对中国物质消耗产生了重要的正向拉动

力，主导着物质消耗的增长。2000—2017 年对中国物质

消耗的正向拉动达 2 331 144 万吨。18 年间 GDP 的拉

动总体呈现前阶段稳定增加、中阶段上下波动、2012 年

以来缓慢下降的趋势。

物质消耗强度对中国物质消耗产生了重要的负向拉

动。2000—2017 年，中国万元 GDP 物质消耗强度从 8.41

吨下降到了 5.93 吨，降低了 29.5%，对中国物质消耗增

长的总体负向拉动达到了 536 994 万吨。逐年和分阶段

来看，中国物质消耗强度呈现阶段性波动变化的趋势，

因而对中国物质消耗产生的作用有所不同。受 2002 年

SARS 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物质消耗强

度在 2003—2004 年、2009—2011 年有所上升，2013 年

比前一年有极小幅度的增加，说明在经济波动的情况下

物质消耗仍有一定的刚性 ；除这几个年度外，中国物质

消耗强度一直保持着下降趋势。受此波动影响，2013 年

以前物质消耗强度对中国物质消耗产生的拉动作用有 6

年为正向、7 年为负向，负向累计拉动仅比正向累计高

166 509 万吨 ；产生正向拉动的年份基本为 2002 年和

2008 年前后。自 2013 年以来，物质消耗强度产生的拉

动作用连续 4 年为负向，累计负向拉动为 633 809 万吨。

分阶段来看，2000—2007 年、2007—2014 年和 2014—

2017 年三阶段拉动力皆为负向，年均负向拉动力分别为

17 586 万吨、22 207 万吨和 173 922 万吨，第一、二阶

段的年均负向拉动力较小，第三阶段负向拉动力大幅度

增加，负向拉动力呈现逐渐增加至快速增加的趋势，说

明中国正在进入消耗强度持续快速下降、对中国物质消

耗产生明显减量化影响的阶段。

产业结构对中国物质消耗增长产生的拉动作用比较

复杂。2000—2017 年，中国六大行业比重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农业、工业、电力行业、交通行业分别减少了 7.0、

6.2、0.6 和 1.6 个百分点，建筑业增加了 1.1 个百分点，

“其他第三产业”增加了 14.4 个百分点。根据 LMDI 分析，

总体上来看，2000—2017 年，产业结构对中国物质消耗

的增长产生了负的拉动作用，但仅为 2 897 万吨，说明

长期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对资源消耗还没有产生显

著的影响。分阶段来看，2000—2007 年、2007—2014 年

和 2014—2017 年三个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从正

向拉动力逐渐减小乃至负向。2012 年以前，产业结构

对中国物质消耗产生的拉动作用有 5 年为正向、7 年为

负向，但总体上正向的累计拉动比负向高 115 961 万吨，

说明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产生积极的减物质化影响。在

2012—2017 年的近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物质消耗强度较高的工业比重明显下降（减少了 4.9

个百分点），强度高的建筑业与电力产业和强度较高农业

的比重均有所下降，物质消耗强度低的其他第三产业比

重显著增加（增加了 7.0 个百分点），交通行业比重也有

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产业结构对中国物质消耗产生

的拉动作用已连续 5 年为负向，累计负向拉动为 210 483

万吨。这说明，近年来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物质

消耗正在产生持续的负向拉动的积极影响。

（2）分行业效应分析。为比较三大因素对六大行业物

质消耗变化的影响，开展分行业效应分析。该分析主要

基于两类指标，一是单位产出的物质消耗效应强度指标，

即对产出规模、物质消耗强度、产业结构的物质消耗效

应，分别计算基于行业产出 GDPi 的效应强度，分别表

示 为 ΔDMC(act, i)/GDPi，ΔDMC(int, i)/GDPi 和 ΔDMC(str, i)/

GDPi（GDPi 采用阶段末年的数值）。二是物质消耗效应

的行业比重指标。首先对产出规模、物质消耗强度、产

业结构的物质消耗效应，分别计算各行业效应与行业效

应之和的比值，分别为 ΔDMC(act, i)/ΔDMCact、ΔDMC(in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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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DMCint 和 ΔDMC(str, i)/ΔDMCstr， 简 称 各 行 业 某 因 素

效应比重。接着计算了各行业三大因素效应之和占所

有行业三大效应之和的比重 [ΔDMC(act, i)+ΔDMC(int, i)+ 

ΔDMC(str, i)/(ΔDMCact+ΔDMCint+ΔDMCstr)]，简称为各行

业总体效应比重。强度指标和行业比重指标没有明显的

年度变化趋势，因此计算了 2000—2017 年整个观察期

和 2000—2017 年分阶段值，以体现总体和阶段性变化

趋势（见表 2、表 3）。

建筑业是物质消耗最大的行业，每年消耗量占

DMC 总量的比重在 55% 左右 ；三因素对建筑业资源消

耗变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与其他行业相比，三因素对

建筑行业的单位产出物质消耗效应相对最大（见表 2）。

从物质消耗效应的行业比重来看，各阶段产出规模的正

向拉动力均占行业效应总和的 55% 左右 ；物质消耗强

度的负向拉动力在一、二阶段达到 132% 以上，第三阶

段占 68.5% ；结构效应的行业比重也很大 ；三因素效应

之和占三因素效应各行业总和的比重在各阶段均为 49%

以上，带动了第一、二阶段 DMC 增量的一半左右，以

及第三阶段 DMC 减量的 88%（表 3）。总体上，产出规

模产生了持续的正向拉动力 ；物质消耗强度产生了持续

的负向拉动力且负向拉动力持续增加 ；产业结构的效应

在前两个阶段为正向拉动力，且第二阶段远远高于第一

阶段，但正向拉动力从第三阶段开始下降并向负向转变，

说明近年来建筑业物质消耗强度和行业增加值占比双双

下降对中国物质消耗产生了显著的减量化影响。

工业是物质消耗的第二大行业，各年度占 DMC 总

量的比重在 30% 左右。对工业，三因素的作用力从规

模上低于建筑业、高于电力行业，但单位产出的效应

强度则低于建筑业和电力行业（表 2）。产出规模的正向

拉动力占各行业规模总效应的 30% 左右 ；物质消耗强

度的效应占 28% ～ 68% 之间 ；结构效应所占比重也很

大，在整个观察期甚至占到了总体负向拉动力 2 897 万

吨的 2 808.0% ；三因素效应之和占六大行业三因素效

应总和的比重各阶段在 20% ～ 38% 之间，代表了第一、

二阶段 DMC 增量的 38%，以及第三阶段 DMC 减量的

20%（表 3）。就三因素效应的拉动力方向来说，工业

的产出规模产生了持续的正向拉动力 ；工业行业物质

消耗强度在观察期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在 2013

年达到了高峰后逐渐下降，使得物质消耗强度在第一、

二阶段产生了正向的拉动力，且在第二阶段大幅增加，

但从第三阶段开始转变为负向拉动力且近年来负向拉

动力有所增加。产业结构的效应在第一阶段为正向拉

表2  2000—2017年三因素分行业单位产出的物质消耗效应
单位 ：吨 / 万元

项目 阶段 农业 工业 电力行业 建筑业 交通行业 其他第一产业 总体

ΔDMC(act, i)/
GDPi

2000—2007 2.439 2.924 8.569 40.756 0.064 0.151 4.224
2007—2014 1.843 3.078 10.326 26.772 0.053 0.072 3.425
2014—2017 0.709 1.221 3.927 9.753 0.022 0.020 1.206
2000—2017 3.817 4.761 17.805 43.920 0.116 0.116 5.246

ΔDMC(int, i)/
GDPi

2000—2007 0.210 0.626 -2.754 -10.534 -0.045 -0.090 -0.469
2007—2014 -0.377 0.785 3.710 -10.461 0.031 -0.078 -0.422
2014—2017 0.001 -0.991 -1.033 -12.192 -0.009 -0.030 -1.179
2000—2017 -0.141 0.447 -0.935 -19.353 -0.020 -0.105 -1.208

ΔDMC(str, i)/
GDPi

2000—2007 -1.171 0.120 3.687 3.527 -0.011 0.017 0.272
2007—2014 -0.525 -0.678 -8.089 8.059 -0.018 0.026 0.091
2014—2017 -0.463 -0.450 -2.417 -2.566 0.002 0.010 -0.404
2000—2017 -1.634 -0.540 -3.098 5.380 -0.024 0.030 -0.007

表3  2000—2017年物质消耗效应行业比重指标

指标 阶段
各效应的行业比重 各行业效应总

计 / 万吨农业 工业 电力行业 建筑业 交通行业 其他第三产业

产出规
模效应

2000—2007 6.10% 28.63% 7.33% 56.67% 0.08% 1.19% 870 345
2007—2014 4.82% 32.77% 6.97% 54.52% 0.07% 0.85% 1 249 542
2014—2017 4.64% 34.34% 6.66% 53.54% 0.08% 0.74% 536 074
2000—2017 5.72% 30.78% 6.95% 55.45% 0.10% 1.00% 2 331 144

物质消
耗强度
效应

2000—2007 -4.71% -55.16% 21.21% 131.81% 0.52% 6.33% -96 722
2007—2014 8.02% -67.91% -20.33% 173.02% -0.32% 7.52% -153 854
2014—2017 0.01% 28.51% 1.79% 68.51% 0.03% 1.15% -523 754
2000—2017 0.93% -12.55% 1.58% 106.06% 0.07% 3.91% -536 994

行业结
构效应

2000—2007 -45.45% 18.30% 49.06% 76.25% -0.23% 2.07% 55 985
2007—2014 -51.78% -271.89% -205.68% 618.57% -0.88% 11.66% 33 153
2014—2017 9.03% 37.76% 12.24% 42.08% -0.02% -1.09% -179 515
2000—2017 1974.9% 2808.0% 972.6% -5464.6% 16.51% -207.41% -2 897

总体
效应

2000—2007 3.88% 37.70% 8.53% 49.23% 0.01% 0.65% 829 608
2007—2014 2.73% 37.54% 4.44% 54.94% 0.09% 0.26% 1 128 841
2014—2017 -5.17% 19.77% -2.59% 88.10% -0.18% 0.07% -167 195
2000—2017 3.99% 39.28% 6.99% 49.20% 0.08% 0.46% 1 791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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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但是从第二阶段起就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拉动力，

且在第三阶段年均拉动力有所加大。这说明近年来工

业物质消耗强度和行业比重双双下降，节能降耗措施

和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电力行业是物质消耗第三大行业，各年度占 DMC

总量的比重在 8% 左右。三因素对电力行业的效应从规

模上低于建筑业和工业，但其单位产出的效应强度低

于建筑业但却高于工业。对电力行业，产出规模的正

向拉动力占规模总效应的 7% 左右 ；物质消耗强度的效

应在第二阶段为正向，在第一和第三阶段均为负向拉

动，正负消减，2000—2017 年的拉动力虽为负但是数

值不大，不过第三阶段拉动力由正转负 ；结构效应仅

在第一阶段为正向，在第二和第三阶段均为负向拉动，

但近年来拉动力有所下降。总体上，电力行业三因素

效应之和代表了第一阶段 DMC 增量的 8.5%、第二阶

段 DMC 增量的 4.4%，对第三阶段 DMC 的减少反向

贡献了 2.6% 的增量。在第三阶段，电力行业的消耗强

度效应和行业结构效应均为负向拉动，但是行业结构

效应的拉动力有所减弱，同时产业规模效应依然明显，

因此，电力行业在第三阶段仍然保持了少量的正向拉

动力。电力行业实施了多年的节能降耗措施，能源效

率显著提高，今后能源提效的空间日趋狭窄，而电力

需求仍将迅速增加，因此电力行业今后仍将面临很大

的节能降耗和结构调整的挑战。

其他三个行业的物质消耗占比小，三因素效应的比

重和单位产出效应强度也远远低于建筑业、工业和电力

行业。三个行业的物质消耗强度基本呈现减小的趋势，

产生了持续的减量化效应。产业结构的效应则比较复杂：

农业比重有所下降，产生了一定的负向拉动力，但是由

于农业的产出规模效应增加了物质消耗，总体效应是正

向拉动的。“其他第三产业”的比重在观察期内大幅度增

加，对物质消耗产生了较大的正向拉动作用，加上规模

产出效应，总体效应也是正向增加的。交通行业在近阶

段行业比重有显著增加，对物质消耗也产生了一定的正

向拉动力。这三个行业物质消耗强度下降的负向拉动力

都未能抵消行业结构或（和）产出规模的正向拉动力。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考虑资源综合利用的物质流核算数据为基

础，运用 LMDI 方法分析了中国 2000—2017 年国内资

源消耗（DMC）的规模、强度、变化趋势和驱动因素。研

究发现，2000—2017 年中国 DMC 增加了 212.5%，观察

期内变化趋势呈现倒“U”型，经多年持续上升后至 2014

年达到了峰值 2 801 588 万吨，自 2015 年起已呈现出绝

对下降的现象，代表着中国经济活动的物质消耗所产生

的资源与环境压力正逐渐减少。

资源综合利用能够替代和减少一次资源投入总量，

不过这只是资源利用末端的技术节耗措施之一。LMDI

分析发现，经济规模、物质消耗强度和产业结构是驱动

中国 DMC 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GDP 增长产生了重要

的正向拉动力，但是这一拉动力近年来有所减弱。物质

消耗强度总体上产生了重要的负向拉动力，且随着时间

推移负向拉动力有所增加。产业结构对中国物质消耗产

生的拉动作用比较复杂，整个观察期总体上的负向拉动

力较小，长期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对物质消耗产生

显著的积极影响。近年来这种形势正在转变中，中国的

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物质消耗正在持续产生负向拉动的

积极影响。

分行业来看，建筑业、工业和电力行业是物质消耗

比重位列前三的行业，三因素对这三个行业的影响，无

论与其他行业相比还是从各行业单位产出的效应强度来

看都高于其他行业。就物质消耗强度效应来说，对建筑

业产生了持续的负向拉动力且拉动力近年有所增加 ；对

工业行业仅在第三阶段开始从正向转变为负向拉动力 ；

对电力行业，则是在第二阶段的增量效应抵消了第一和

第三阶段的负向拉动，使得观察期内效应不明显。就产

业结构效应来说，建筑业、工业和电力行业的结构调整

效应在第一阶段均为正向拉动，但是从第二阶段起有了

不同的变化趋势 ：对建筑业的正向结构拉动效应大幅度

增加，在第三阶段才转变为负向拉动力且在近年大幅加

大 ；对工业和电力行业产生了负向拉动力，但近年来工

业的负向拉动力明显加大，而电力行业有所减弱。从三

因素效应之和来说，建筑业和工业分别代表了第一、二

阶段 DMC 增量的一半和三分之一以上、第三阶段 DMC

减量的 88.1% 和 19.8%，说明近年来建筑业和工业节能

降耗措施和结构调整使这两个行业的物质消耗模式产生

了明显的变化，对中国经济活动减物质化产生了重要的

作用。电力行业则有所不同，由于能源效率提升和行业

结构调整空间日趋狭窄，该行业代表了第一阶段 DMC

增量的 8.5% 和第二阶段 DMC 增量的 4.4%，对第三阶

段 DMC 减量仍贡献了 2.6% 的正向拉动力。其他三个

行业的物质消耗占比小，三因素的效应大小和单位产出

效应强度均远远低于建筑业、工业和电力行业，但是这

三个行业物质消耗强度下降的负向拉动力都未能抵消产

出规模或（和）行业结构的正向拉动力。

简要来说，近年来中国 GDP 的正向拉动力有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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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六大行业物质消耗强度和产业结构调整总体上产生

了积极的物质减量化作用。其中，建筑业和工业物质消

耗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物质减

量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电力行业能源效率提高和行业

结构调整空间的日趋狭窄，对该行业的节能减耗产生了

较大的压力。今后要继续重点关注建筑业、工业和电力

行业的资源节约与产业结构调整，但是也不能忽视其他

行业产出规模和行业结构调整对 DMC 的正向拉动力以

及资源降耗的物质减量化影响。未来，中国应继续促进

各行业节能减耗和资源效率提高，升级产业结构，从而

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活动的减物质化进程，为绿色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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